
“博古”一词在汉代的文献中就已出现，如张衡
《西京赋》：“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说文解字》中释
其义为：“博，大通也”，“古，故也”。至宋时，金石学肇
兴，大观初年（1107），宋徽宗敕纂《宣和博古图》三十
卷，历十余载成书，其中著录了宋皇室收藏于宣和殿
的商至唐代的青铜器八百余件，每件器物都有摹绘
图。这种将古器物以图像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做法流传
下来，逐渐成为美术领域的一种常用题材。到清代时，
博古纹饰的应用日广，广泛出现在卷轴画以及织绣、
陶瓷、漆器、木雕等工艺品装饰上。

清代的博古题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展示
人物鉴赏古玩情景的故事画，另一种是完全由古器物
构成的静物画。前者由于表现的对象复杂多样，需要
充足的布局空间和细致的笔触进行描绘，多见于卷轴
画的形式。相比之下，后者的表现则更为自由，古器物
的样式、数量、排布方式等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
计布局和灵活调整，因此更适合运用于各种物品的装
饰。清代的织绣种类多样，除了用于观赏陈设的欣赏
性织绣外，还有人们日常的服饰用品等实用性织绣，
据传世实物所见，其中以博古为主题的装饰主要为第
二种类型。

在这类由古器静物组成的博古图中，画面的构成
样式十分多样。有的以一种或数种古器物进行构图，
这是博古图常规的表现形式；有的是将古器物与各种
花果或一些寓有吉祥意味的物品混搭并置，画面内容
丰富，在实物装饰中更为多见；有时，为了规整画面或
设计的需要，图中还会引入博古架，通过博古架的分
隔形成图式骨架，对古器物进行排列。其时博古图的
含义外沿逐渐扩大，凡集合有铜、瓷、玉、石、函册、卷
轴等器物的图画皆被列为博古图之属。

对于欣赏类的博古题材织绣，如镜心、绣屏等，其
组织布局上更倾向于绘画性表现，器物的排布具有一
定的自由度，构图时注重物象大小、远近以及空疏留
白等视觉效果。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深蓝缎绣博
古图镜心（图1）为例。绣品以深蓝色缎为绣地，其上绣
有方鼎、香炉、箸瓶、梅瓶、蒜头瓶、花觚、水盂、山子、
书册、卷轴等十余种器物，并插摆有花卉果实等。器物
的形态各异，构图时按照高低大小参差错落排布，使
画面内容虽多却不失条理。器物的造型优美，装饰精
致，如居于画面中心的蒜头瓶，长颈、鼓腹、圈足、瓣状
瓶口，瓶颈上雕塑一只蓝背白腹的小螭龙，头下尾上
蜷曲盘绕，形态生动可爱，瓶腹饰如意云鹤及江崖海
水纹样，瓶中还插有盛放的牡丹，古朴清雅之外又寓
吉祥含义。通过综合运用平绣、网绣、钉金、打籽等刺
绣技法，同时利用变化多样的针法和色调丰富的绣
线，器物的材质质感及装饰纹理被表现得细致入微，
十分逼真。

另一件米色江绸地苏绣博古图镜心（图2）的绘画
性布局更为明显。绣品以米色江绸为地，采用苏绣技
法绣插花博古图案。图中近处摆放一云龙纹水盂，当
中插珊瑚为饰，其旁放置一块如意足龙形盖砚，稍远
为一云蝠海水纹青花梅瓶，瓶中插有数枝花叶繁茂的
菊花。瓶、盂之外，另有两轴手卷与一本书函散布。图
中的器物摆设错落雅致，富于意趣。画面左上方空白
处有墨笔题书唐初诗人骆宾王的《秋晨同淄川毛司马
秋九咏·秋菊》：“擢秀三秋晚，开芳十步中。分红俱笑
日，含翠共摇风。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金翘徒可
泛，玉斝竟谁同。”与画面的内容相应和。诗题末尾为
乾隆年间一品大员韩鑅的名款，并钤“韩印”“序东”朱
印。画面右上角另有一“明窗净几”印。为了细致表现
各种器物的纹理质感，除了大面积的平绣外，绣品还
灵活运用了多种刺绣技法：如以钉线绣勾勒花瓶、木
座等器物的边缘轮廓，突出其空间的立体感；又如用
极小的珊瑚珠和珍珠以穿珠绣绣菊花花瓣，花朵精巧
生动，形象饱满。整幅作品构图疏朗，色彩清雅，绣工
细致，针法灵活，诗、书、画、印一应俱全，展现出不输
笔墨的画意风格。

与之相比，实用类的博古题材织绣则更强调整体
图案的规整性和适合性，一般会根据所装饰物品的外
形对器物的形态、位置等进行设置乃至一些艺术化处
理，以满足构图的需要，达到理想的装饰效果。以北京

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花卉博古纹马面裙（图3～图
5）为例，博古图案均装饰于裙门也即所谓的“马面”部
分，在镶边围成的外廓内构成长方形适合纹样。布局
上以一件器物为中心，其他器物环绕四周。通过调整
器物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同时巧妙地利用花果、枝叶
等元素对一些空隙处加以填补，各种图案穿插交错，
以舒展均衡的方式排布组合在一起，形成规整的长方
形外观，显示出结构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的特点。

博古架也常被用于辅助实用类织绣上的博古纹
样的构图。利用博古架内部灵活多变的分格形式，各
种大小形状的器物可以自由地进行排布组合，而由博
古架的外框构成与被装饰部分相吻合的适合性外观。
实例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绿地纳纱绣博古纹扇
套（图6），整个扇套被装饰成一座竖长型的博古架，自
上而下设为六个分格，分别放置古琴、书函、箸瓶和水
盂、鼎式香炉、围棋、画轴。分格采用回字纹边框，根据
内置器物的形状围隔成高矮错落的空间，居于中间的
香炉所占面积最大，两端的古琴和画轴次之，其余几
件穿插在其中的器物更小。另外，即使是处于同一分
格内的箸瓶和水盂，在摆放上也有微小的高度差。这
样设计使视觉效果产生跳动张弛的变化，避免了器物
顺次纵向排列的单调、呆板感，使博古纹样更富于艺
术装饰性和表现力。

清代织绣上博古纹样的广泛应用源于明清赏古、
集古之风的盛行。受宋代金石学的影响，收藏、研究古
器物作为一件风雅之事备受明清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如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称：“先王之盛德在
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
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
也。助我进德进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

“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在文人阶
层的倡导推动下，古玩收藏逐渐成为社会时尚，鉴藏
之风深入民间。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生
动描述了明末的古玩收藏热潮：“如吴中吴文恪之孙，
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
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
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

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帷
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
溢，旁及雅道。”在这种全民好古的社会氛围中，博古
题材自然也广受欢迎，大量出现在包括织绣在内的各
种器物用品的装饰上。

博古图本为文人崇古尚雅的意趣体现，转化为装
饰纹样时，在表现内容上自然也与文人生活密切相
关。如博古图式中常见的器物插花，即是一种文人生
活风尚的反映。明代后期，文人圈盛行以古器物养花，
认为有神奇的功效。明代袁宏道所著《瓶史》中就有记
载：“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
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这种
时尚一直延续至清代，并升华为博古纹样中的一种艺
术表现形式。与此同时，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兴
旺发达，市民阶层持续扩大，追求美好生活、祈望福寿
富贵的世俗化吉祥思想不断发展和深入，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其影响，博古图中也融入了各种
寓有吉祥含义的元素，以迎合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
常见与古器物的搭配如牡丹、菊花、水仙、佛手、灵芝、
石榴、柿子、如意、磬、戟等，这些花果物品或插放于古
器物中，或摆置于古器物周围，美化平衡构图的同时，
通过象征、谐音的方式，表达诸如平安富贵、事事如
意、多子多福、吉庆有余、平升三级等丰富的吉祥寓
意。另一方面，清代成熟完善的织绣工艺，特别是最富
于表现力的缂丝和刺绣工艺，也为博古图装饰在织绣
上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博古图由著录图像转化为装饰纹样，
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表达范式。清代织绣上的博古图主
要表现为以古器物构成的静物画。在实际运用中，通
过与花果或寓有吉祥意味的物品的搭配，博古图的画
面构成更加多样，表达内涵更加丰富。根据欣赏类和
实用类织绣的不同，博古图在组织布局上也采取了不
同的策略，前者更注重绘画性表现，后者则强调整体
图案的规整性和适合性。博古图在清代织绣上的应用
和表现体现了清代鉴藏风尚与民俗文化的交互融合，
是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与先进的织绣工艺共同作用
的结果。

图4 清 红色暗花纱绣花卉博古纹
马面裙（局部）

图2 清 米色江绸地苏绣
博古图镜心

图5 清 绛色缎地贴绣花卉博古纹
马面裙（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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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件虢国博物馆藏西周时期虢国墓地
虢仲墓出土“人龙纹玉璋”，在河南省各大网络媒
体上受到了网友的强烈追捧，网友们纷纷表示“河
南发现的人龙纹玉璋太惊艳了”。笔者在对“玉璋”
仔细端详后心存几点疑惑，认为关于这件玉器的
定名以及功能还有待定夺。如果一件文物不能准
确为其定名，就不能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历史
价值，更不能发挥出它特有的文化价值。

粗看，这件玉器正背两面雕刻相同
的人纹与龙纹，器物顶端及两侧边缘装
饰一周简易窃曲纹。纹饰的中心是屈膝
蹲姿的侧身人纹，人物刻画的是一个目
光炯炯、高鼻阔耳、面目威严的男子形
象。男子头顶的发丝，向后梳起高高飘
逸，给人一种强烈的动感。人的身躯直立
并略微前弯，腿部屈膝呈蹲踞状。纹饰中
部向下装饰两条龙纹，一龙在人身下，一
龙在人足下,龙身卷曲缠绕，刚劲有力,仿
佛要腾空而起，但又牢牢地被上面的人
所掌控（图1）。整个纹饰细腻流畅，圆转
华丽，造型构思巧妙，可谓是鬼斧神工！

细看，画面中人物的嘴部并非正常的
人嘴，而是具有明显的鸟喙特征，上喙如
钩状内卷，下喙呈铲状张开，舌在口中卷
曲，整个嘴部尖锐犀利，夸张怪异。值得注
意的是，在人物的身躯上并没有刻划出类
似人的手臂，但是在身体的表面可以看出
有三条线条构成的一组宽带纹。宽带纹贴
服在躯体上，看起来像是鸟儿在栖息时收
敛起的羽翼。羽翼上还点缀着短线条勾勒
出的羽毛纹，这样简易抽象的羽翼，虽然
没有大鹏展翅、扶摇而上的意境，但与整
体纹饰和谐统一。同样异于常人的地方还
有人物的腿部，腿与头部和身躯的比例极
不协调。股、胫部纤细且弯曲，股部特征不
明显，膝关节以下的胫及跗、趾更是简化

成了线条状，这样的刻划倒是符合多数鸟类股部隐藏、
胫部纤细的特征（图2）。如此看来画中的人物已不是一
般的玉人形象，而是将人与鸟融合一体的人面鸟身形
象。人面代表着人性，鸟身代表着天性或神性，这是先秦
时期“人、鸟、神”互通合一的鸟崇拜观念，也是虢国人
将鸟的形象人格化的一种表达方式。

三看，人物的身姿呈“蹲踞”状，上半身挺拔直立，
下半身半蹲半坐，看起来形神虔敬。蹲踞是一种两膝弯
曲，脚底和臀部着地的蹲坐姿势。这样的姿势让人联想
到一只孤傲的神鸟栖息在高耸的枝头，一副“俯视蓬
莱州，纵身云中游”的姿态。那么在现实中，人面鸟身
的形象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仅现于虢国人的想象
中呢？《山海经》言：“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书中描写的是上古时期的神祇“句芒”，他人面鸟身，
出行时乘坐两条御龙。如果拿句芒的形象与玉器中
人面鸟身相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人面、鸟喙、羽翼、
鸟身等特征，以及蹲踞在两条龙身上、驾龙翱翔的形
象完全吻合，这就解开了画中人物的身份之谜，可以
确定玉器中刻画的人物就是句芒无疑。传说句芒是
掌管东方的神，因东方五行属木，木色为青，四季主
春。因此句芒也被称为“青帝”或“春神”，他主管草木
生长，也保农业丰收。我们知道周人以农业兴国，历
代天子重视农耕，但周代仍处于原始农业时期，农业
落后就会祈求风调雨顺，所以句芒自然成为这一时期
虢国人非常重视的神祇以及祭祀神灵之一。这件玉器
也是迄今为止实物所见最早的句芒形象，印证了上古
时期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对于考证周代句芒信仰、春祭
活动、风俗节气等历史文化极其重要。

再看，这件玉器由一块完整的青玉雕刻而成，通
高 33厘米，器身最宽处 14.9厘米，厚 0.7厘米。器身顶
部及两侧三面磨出刃部，边刃最薄处仅 0.3 毫米。器
顶呈圆弧形，两侧近垂直，底部中心有一个圆形穿
孔。柄部较短，一角被削成斜边。之前这件玉器被定
名为“璋”，但从器形上来看称其为璋多有不妥，它与
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的璋存在较大差异。璋是周代

“六器”之一，礼祀南方。《说文解字》言：“剡上为圭，

半圭为璋。”剡，本意指的是尖状或锋利的顶端，这是
说器物顶端呈尖状的为圭。半圭为璋，是指从圭顶端
的尖首处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的是璋，书中言简意赅
地描述了圭和璋的区别。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虢仲墓
出土的另一组玉璋和玉圭，其中玉璋呈扁平长条形
（图3），高 11.9、上宽 0.5、下宽 2.4、厚 0.3厘米。素面无
纹，顶端斜边磨出双面薄刃，可以看出此璋的造型与
文献中描述的璋近乎一至。另一件玉圭顶端呈三角
锋形（图4），高 10.9、宽 3.1、厚 0.35 厘米。锋边及器身
两侧磨出边刃，底部两端边角处各有一个单面钻小
圆孔。圭，同为六器之一，具有祭祀东方的功能，造型
多为尖首或圆首。《说文解字》言：“圭，瑞玉也，上圜
下方”。从器形上看，这件人龙纹玉璋上圆下方的形
制与璋相差甚远，反而与圭的器形一致。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代表东方的句芒与祭祀东方的玉圭两者相
结合并非偶然，而是虢国祭祀对象、祭祀用器、祭祀
方式等一系列宗教思想和祭祀行为的综合体现，所
以这件玉璋应定为玉圭，改称为“句芒乘龙纹玉圭”
更为妥当。

周代是玉圭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圭被赋予
了更全面的功能。《周礼》言：“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
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这里所说的

“命圭”，是周天子赐予诸侯的一种信物，并以命圭的尺
寸大小，区别诸侯之间“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次。
其中的桓圭便是公爵地位的象征，这件玉圭高 33 厘
米，换算后等于 9.9寸，与史书中记载“九寸谓之桓圭”
的尺寸完全一致，因此这件玉圭极可能与周天子册命
封赏存有关联。虢国是周代的公爵诸侯国，历代国君均
以虢公称谓，句芒乘龙纹玉圭不仅是墓主人身份和国
别的标志，它恰当适度的尺寸更是虢国人恪守周礼、维
护宗法的诠释。

古文言：“圭锐象春物初生”。当春回大地时，草
木的萌芽积蓄着顽强的生命力，如芒刺一般刺破土
壤奋发向上。句芒乘龙纹玉圭以卓尔不凡的姿态穿
越了数千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古代玉器文
化的勃勃生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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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龙纹玉璋
拓片和线图

·鉴赏专刊 研 究6 2022 年 10 月 18 日鉴 赏 主编/崔波 责编/王龙霄 校对校对//卢阳卢阳 美编美编//马佳雯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3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九江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清光绪款窑变釉贯耳瓶（图1）和
一件清宣统款窑变釉贯耳瓶（图2）。清光绪款窑变釉贯耳瓶
高 29.7厘米，口径长 10.8厘米，宽 9 厘米；足径长 12 厘米，宽
9.2 厘米；“亚”字形直口、溜肩、长方形圈足。肩部堆塑双贯
耳，腹部模印桃纹。底部无釉。清宣统款窑变釉贯耳瓶与清光
绪款窑变釉贯耳瓶器型基本一致。底部皆为阴刻六字双行楷
书款，分别为“大清光绪年制”和“大清宣统年制”。器身通体施
窑变釉，釉面以红色为主色，交相辉映着黑色斑块，在口沿及
折角釉薄处露出白色底色。清光绪款窑变釉贯耳瓶略带紫色，
清宣统款窑变釉贯耳瓶则基本上只有黑色。笔者在参与九江市
三级文物鉴定过程中，发现九江地区一些博物馆也藏有此类文
物。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刻款清晰端正，胎质细洁，胎体厚
重，比例协调，俊秀挺拔，线条优美流畅，予人高贵静穆之美。具
有典型官窑特征。笔者就此类文物与大家进行一些探讨交流。

窑变釉的起源和发展

据考古发现，窑变釉至迟在隋代就已出现，安徽寿州窑青
瓷就曾出现过窑变釉。1973年安徽亳县机制砖瓦窑场M2隋
开皇二十年（600）王幹墓出土了一件四系青瓷罐，器内施满
釉，器外施青釉，釉不及底，盘口及肩部积釉处呈紫翠色的窑
变。蚌埠市郊出土隋青釉四系盘口壶，积釉处也呈紫翠色的窑
变。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此时的窑变釉应该还是一种偶然的
出现，并不是工匠刻意而为。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鲁山窑花瓷腰鼓,唐人南卓撰《羯鼓
录》中记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20世纪 70年代，
在河南调查鲁山窑址时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
传世腰鼓完全一致，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系河南鲁山窑
制品。从花瓷腰鼓的斑点装饰看，这种釉面变化应是有意为
之，推测至唐代晚期，已基本掌握了窑变技术。

将这种装饰风格推向极致的当属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
钧窑以其窑变釉闻名于世。它创造性地使用氧化铜作为着色
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
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深受后世喜
爱。至元末，北方的钧窑生产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南方江西景德镇、福建石湾、江苏宜兴都生产过
窑变釉。清代雍正皇帝对钧窑情有独钟，让景德镇御窑厂仿制
钧窑瓷器。据《清档》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派唐英监景德镇
窑务，雍正七年创烧仿钧窑，雍正十三年终获成功。雍正十三
年（1735），唐英在其所写《陶成纪事》碑文中，记述了仿清宫所
发宋钧窑器而烧得窑变釉之事：“钧釉，仿内发旧器玫瑰紫、海
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新得新紫、米色、天蓝、
窑变四种。”唐英《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记载：“奴才在
厂制造霁红瓷器，得窑变圆器数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
变幻，实数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
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由此可见，清代窑变釉
是景德镇御窑厂在生产仿钧釉基础上衍生出的一个新品种，

“可以认为是钧釉的一个独特变种”。它是将多种不同色釉施
于一器，在高温下自然流淌，数种色彩与红色熔融流动，互相
渗化，犹如火焰状的色彩和图案，极富质感，因此人们把较红
的谓之“火焰红”，偏蓝的冠以“火焰青”。

清代窑变釉的工艺

据王圻《稗史汇编》记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
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
窑变。”他认为是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
效果，称之为“窑变”。清代的《景德镇陶录》也认为：“窑变之
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
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
变，殊数见不鲜耳。”其制作工艺，据清代《南窑笔记》记载，“法
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
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
预定为某色也。其复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雍正时御窑已能
通过控制配料和窑炉火候、氛围，人工烧造出精美的窑变釉
色，但烧制难度较大颇为珍罕。其做法是先在涩胎上施一层仿
钧铜红釉做底釉，上面再覆盖一层能产生液相分离并含有适
量钴、铁、锰的特制釉料，然后入窑经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
焰焙烧而成。在还原气氛中，釉中含氧化铜，釉面就会呈现红
色，釉中含氧化铁，釉面就会呈现青色，釉中含氧化钴，釉面就
会呈现蓝色，釉中含氧化锰，釉面就会呈现紫色。当釉中同时
含有这些元素时，釉层一经熔融垂流，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即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清代窑变釉四方贯耳瓶是清代官窑瓷器中的精品

四方贯耳瓶器型源自古代青铜礼器。宋代开始在瓷器中
出现此类器型，后一直是历代文人案头的陈设器。清代将瓷器
造型分为圆器和琢器。四方贯耳瓶是琢器中的一种，制作工艺
相对复杂，对胎、釉要求较高。在景德镇工匠间，有“一方抵十
圆”之说，可见烧制方器之难。据历年报销瓷务总册分析，清代
御窑厂窑变釉四方贯耳瓶的平均上色烧成率不足两成。

清代各朝窑变釉四方贯耳瓶底款皆为刻款，雍正时期，底
款为阴文篆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乾隆、嘉庆、道光
时为阴文六字三行篆书刻款。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底款
为阴文六字双行楷书刻款。纵观清代，官窑瓷器中底部用刻款
的并不多见，只在仿均釉、炉钧釉、茶叶末釉等单色釉瓷器上
使用。此类瓷器是直接在清代帝王授意下生产，由景德镇御窑
督陶官亲自负责，烧成后也是用于陈设或帝王把玩。在《清档》
中经常可以看到历代帝王亲自指导窑变釉生产的档案。此类
瓷器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制作精美是清代其他官窑瓷
器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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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变无双
——浅谈清代窑变釉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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